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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史编撰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包含阐释模式、修辞结构和情节结构等诗学形式。所有的文学

史编撰都不可避免地显示出难以消解的意识形态成分，意识形态立场必然影响文学史编撰的语言结

构、情节模式和阐释模式。文学史话语中存在机械论、有机论、决定论、相对论和形式论等几种主要

的阐释模式，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话语传统在不同阶段或环节呈现出隐喻、换喻、转喻、提喻、讽喻等

转义形式的变换。文学史家大都会表现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诸如激进主义、启蒙主义、革命主义、

国家主义和理想主义等。神话体、喜剧体、浪漫体等情节编排模式在文学史话语中也都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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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话语是在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

而成长的历史过程中因文学史编撰活动所形成

的包括文学史著作、文学史理论、文学史写作方

法等在内的整体性实践过程。“文学史是一种规

制宏大的文学理论批评体式”[1]，在 20 世纪中后

期，西方学者试图运用“范式”(paradigm)或“话

语”(discourse)理论来研究文学史编撰活动。比

如德国学者姚斯在《文学学范式的改变》和《类

型理论与中世纪文学》等文章中把美国科学史家

库恩的“范式”(paradigm)理论和法国哲学家福

柯的“话语”(discourse)理论结合起来，创造性

地提出“文学史范式”和“文学史话语”概念。

又如德国学者古姆布莱希特在《文学史——消失

的总体性片断》中提到“文学史话语”这个术语，

他主张利用“话语技术”融合文学史写作，认为

文学史话语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又不是绝对自主

的，文学史话语应该与其他学科话语相互联系。

古姆布莱希特在姚斯的基础上，不仅把“文学史

话语”概念具体运用于文学史研究，而且深化了

“文学史话语”的理论内涵。实际上，姚斯和古

姆布莱希特都是在福柯理论意义上阐释“话语”

(discourse)概念，他们都认为“话语”(discourse)

是包含说话人、受话人、文本、语境等要素的完

整整体。本文也是在福柯理论意义上对文学史编

撰活动进行话语分析，着重把文学史话语“作为

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

究”[2](53)。文学史在 20 世纪逐渐摆脱了以往的客

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倾向，文学史也被看作是想象

的作品，具有当代史和思想史的属性，这些都为

文学史话语的结构研究和修辞分析创造了条件。

陈国球和王德威等学者都认识到文学史话语的

想象属性和修辞特征。陈国球认为，“‘文学史’

的书写不乏个人想象和记忆”[3](240)，有特色的文

学史往往都是个人阅读和集体经验的结合。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陈国球把文学史看作是民族传统

的想象形式。他在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

中既看到青春恋歌的怀想，又看到民族主义的承

担，还看到了文学史家建构内心的乡土记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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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想象”。王德威把文学史写作看作是一种

话语论述，认为“历史的编纂论述毕竟也是一项

‘创作’行为，有其难以规避的想象层面”[4](311)。

由此看来，想象成分和结构属性是文学史话语不

可忽视的历史诗学(the poetics of history)特征。所

谓“历史诗学”在本文是指“关于历史的‘诗性’

(poetic)问题的理论”，即研究历史编撰的“转义

性、文本性、创造性、虚构性、审美性以及意识

形态性等”[5](13)，具体到文学史编撰来说，它包

括文学史话语的阐释模式、修辞结构和情节结构

等诗学形式。 

 

一、话语实践与阐释模式 

 

文学史话语实践研究改变了文学史研究的

方法论，引发了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转向。众所

周知，以福柯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思想家大都反

对大写的历史和历史的总体化，他们认为观念

史、科学史、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等学科已

呈现出有悖于以往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强调这

些学科的注意力应该转向历史的断裂性、偶然性

和差异性。福柯认为在学术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

论的转向中，只有恢复自古就有的知识考古学方

法，才能真正摆脱以往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束缚，

历史研究应该把对思想史的研究转向对话语实

践的研究。在福柯的思想中，知识考古学是一套

完整的理论体系，研究对象是“话语本身，即服

从于某些规律的实践”[2](152)，研究目的是确定话

语的特殊性，确定话语实践的类型与规则，话语

可以进行语言分析，也可以进行陈述分析。由此

可见，话语实践在知识考古学中无疑是最为关键

的环节。知识考古学引发了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

变革。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多次提到文学

史，他把文学史看作是与观念史、思想史、哲学

史、科学史等相并列的学科，也多次提到司汤达、

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马拉美等作家，以

及《奥德塞》《人间喜剧》《尤利西斯》等作品。

福柯还进一步在知识考古学中探讨了文学史研

究方法，认为知识考古学方法其实可以看作是一

种历史化方法。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话语实践理

论对中国文学史编撰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北京

大学学者李杨就运用知识考古学理论进行中  

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李杨着重反思以陈思和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为代表的文学史写作模

式，主张对文学史进行考古学研究和话语实践分

析。李杨在对文学史话语的考古学研究中，强调

文学史话语的问题化、知识化和历史化，追问文

学史话语为什么产生及如何产生，反对文学史写

作中的价值判断。虽然李杨的理论倡导引发了争

议，但是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在世纪之交的转型

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事实，从洪子诚的《中国当

代文学史》到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

等文学史著作都体现了这种转型。 

文学史话语实践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文学史研究的认识论，文学史可以被看作是一

种叙事性的阐释活动。自福柯以后，话语实践理

论在历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都发挥了重要影响。

在新历史主义思想家海登・怀特看来，历史话语

可以被视为一种阐释，历史话语所生产的东西可

以被视为历史学家对过去信息和知识的阐释。阐

释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从简单的编年史写

作或常见的事实罗列一直到高度概括、高度抽象

的历史哲学，所有历史编撰的共性是它们都把

“一种再现的叙事模式当作理解作为独特‘历

史’现象的指涉物的根本”[6](294)。历史阐释是叙

事化的，而叙事无疑是一切历史编撰的主导模

式，因此，所有关于历史话语的理论都必然会 

“涉及在历史文本的生产中叙事性的功能问 

题”[6](295)。由此可见，文学史编撰也不可能全部

包纳事实，文学史家必须阐释他们所掌握的过去

的材料和数据，并借助推断或推测来填补这些材

料和数据信息中的空白，“必须对他的材料进行

阐释，以便建构出各种形象的活动模式，用以反

映历史过程的形式”[7](55)。正是从这样的理论出

发，美国学者杰诺韦塞在《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

义的政治》中试图把话语实践理论由历史学引入

文学研究。杰诺韦塞认为话语实践理论的优点是

将历史视为一种独特的理解模式，把历史视作一

种文类、一种特殊的本文(text)，历史是一种描述

过去事件的方式。文学史话语是历史话语的重要

类属，一种文学史话语形式必定生产一种叙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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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活动，文学史话语再转换成文学史本文

(text)，文学史本文(text)反过来成为哲学或批评反

思的对象。于是形成文学史研究的两个方面：一

方面是已经成为过去的文学史活动或事件，也就

是文学史家研究的客体对象和文学史编撰活动，

最终形成文学史家关于文学史客体对象或文学

史编撰活动中的书面话语；另一方面是文学史

学，也就是研究文学史客体对象、文学史编撰活

动与文学史话语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在文学史

话语实践中，阐释也必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

角，阐释也可以看作是文学史编撰的重要目的。 

文学史话语实践研究改变了文学史的方法

论与认识论，也为文学史的阐释结构研究提供了

理论基础。在杰诺韦塞看来，历史必定是有结构

的，并且都遵循一种模式或结构，同时“结构制

约着本文的写作和阅读”[8](58)。话语实践结构为

阐释模式的建构提供基础，比如福柯在《知识考

古学》中提到话语实践的阐释视角。又如怀特认

为阐释至少以三种方式进到历史编撰学，即审美

方式(叙事策略的选择)、认识论方式(解释范式的

选择)和伦理方式(意识形态策略的选择)。此外，

怀特在《元史学：19 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揭

示了历史编撰中的形式论、语境论、有机论和机

械论的阐释模式。再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

《政治无意识》中分析了文学研究中的精神分

析、神话批评、符号学、结构主义等多种阐释模

式，并建构了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理论与方法。

虽然福柯和怀特一直避免使用“结构主义”，并

希望与“结构主义”划清界限，但是他们的思想

与方法对文学史的结构研究的影响仍然不容忽

视。从阐释模式方面来说，在文学史话语中存在

机械论、有机论、决定论、相对论和形式论等几

种主要的阐释模式。机械论的阐释强调文学史发

展的规律性和绝对性，试图建构文学史发展的规

律，并把这种规律看作是普遍的和永恒的，文学

史只不过是某种规律的证据而已。怀特也是在这

个意义上把泰纳看作是机械论阐释的代表。从这

个方面来说，可以把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

和《白话文学史》等文学史著作看作是机械论式

阐释的代表。有机论阐释在文学史编撰中强调文

学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和历史脉络，诚如怀特所

说，有机论策略的核心在于对微观/宏观关系范式

的形而上学分析，试图将文学史中的细节描述成

综合过程的部分，倾向于谈论原则或观念，并把

这些原则或观念看作是文学发展的目标或本质。

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和鲁迅《中国小说史

略》等文学史著作可以看作是有机论阐释的范

本。决定论阐释不仅注意因果关系，而且认为因

果关系决定文学史发展的结果，老舍等人草拟的

《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王瑶的《中国新文

学史稿》以及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是决

定论阐释的代表作品。相对论阐释注重文学史发

展的相对性，并且“努力以一种现象的相对整合

取而代之”[9](26)。相对论阐释重视文学史发展与

历史背景、社会心理、文化实践和精神状况的关

系，把文学事件置于历史情境中，揭示文学现象

与特定历史情境下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关系。黄人

的《中国文学史》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等著作就是这种相对论阐释。形式论阐释把文学

史发展简化为形式的历史，把文学史话语看作是

审美话语，把描述文学的生动性、独特性和本质

性作为核心目标，在文学史编撰中注重形式研究

和审美判断。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林庚的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和陈

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无疑是形式论阐

释的样本。 

 

二、语言结构与修辞模式 

 

历史著述永远都无法离开语言，文学史编撰

也无法脱离语言。语言本身有自己的术语形式和

结构模式，语言形式总是包含修辞手段，没有修

辞手段，语言本身也难以存在。在文学史编撰中，

文学史家总是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来编织文学

史的面貌，他们在有意或无意中必然会使用自己

熟悉的语言形式和修辞手段，文学史研究有一套

专门的语言形式和规则，这与历史编撰没有什么

不同。在《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中，福

柯揭示话语与语言的关系，他认为话语不是语言

而是陈述，话语不能还原为语言但又离不开语

言。福柯主张破除语言的神圣化，认为必须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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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进行修辞学研究才能充分揭示话语的连贯性

和整体性。其实，历史写作被看作一种修辞工作

是法国思想的传统，以《历史批判辞典》著称的

法国思想家培尔和以《风俗论》传世的法国思想

家伏尔泰都认为历史话语运用了修辞技巧。在法

国大革命之前，历史编撰学被看作是修辞学的一

个分支，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到瑞士文化

史家布克哈特等历史学家“至少具有一种修辞的

自觉性”[7](136)。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福柯继承

了法国思想的修辞传统，这种思想对包括文学史

在内的历史学科产生了深刻影响，文学史话语也

必然包含语言结构和修辞策略等虚构技巧，文学

史写作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修辞  

工作。 

文学史话语的修辞研究一直是西方学术的

重要传统。1725 年，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新科

学》中就用“想象的类概念”分析早期人类的思

维特点，以“诗性”规定人类早期文学的特征。

维柯对荷马的描述充分发挥了想象力的作用，也

充分借鉴了比喻的修辞手法。1863 年，泰纳在《英

国文学史・序言》中创造了“一种讽刺性的历史

主义的修辞法”[10]。20 世纪末，新历史主义思想

家特别重视历史话语的修辞学研究，比如怀特认

为转义 (tropic)在人文科学话语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转义是话语的灵魂”[7](3)，没有转义机  

制，话语不仅不能正常运行，也无法实现其目的。

在怀特看来，话语构型的原型情节包括隐喻

(metaphor)的描写、换喻(metonymy)的解构、提喻

(synecdoche)的再现和反讽(irony)的反思四个阶

段。这种转义机制不仅反映了人类意识的一般过

程，而且与现代修辞理论相互对应，话语转义机

制与修辞学、诗学、辩证法、心理学、精神分析

学一直存在关联。黑格尔、马克思、皮亚杰和弗

洛伊德都持有类似观点。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话

语的修辞研究也经常被运用到文学史话语研究，

美国学者托马斯就认为“‘历史’(history)一词  

常被嵌入我们关于文学历史(histoire)的话语之

中”[11]。在文学史话语的修辞分析中，比喻理论

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受重视的。维柯在《新科

学》中认为比喻是“一切原始的诗性民族所必用

的表现方式”[12](183)，他把比喻分为隐喻、换喻、

转喻(trope)和讽喻(allegory)四种类型。他认为一

切比喻都是具有本源意义的思维方式，比喻形式

不仅是用来阐释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神话、传说和

寓言，而且“是用来描述古代社会结构特征的模

式，还是用来把古代社会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

联系起来的图式”[7](223)。在《元史学：19 世纪欧

洲的历史想象》中，怀特从语言学角度探讨比喻

理论在传统诗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把隐喻、

转喻、提喻和反讽看作是传统诗学和近代语言理

论中四种基本的比喻类型。在对斯特劳斯、雅各

布森和拉康等学者的分析中，怀特强调比喻理论

为历史想象研究提供了“一个对其深层结构的形

式进行分类的基础”[9](42)。怀特深受维柯《新科

学》的影响，他把维柯关于人类由神圣时代到英

雄时代再到人的时代的演变过程的观点运用到

历史学研究之中，认为历史话语传统的发展也是

“从人们对历史世界的隐喻式理解，经由转喻式

或提喻式理解，最后转入一种对一切知识不可还

原的相对主义的反讽式理解”[9](51)。正是在这样

的基础上，比喻理论成为文学史话语研究的方法

论，同时为文学史话语研究提供了结构模式。 

文学史话语的修辞属性也是中国学术的重

要论题。1936 年，朱自清在为林庚《中国文学史》

所写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著者用诗人的锐眼

看中国文学史”，“更用诗人的笔写他的书”，“他

写的是史，同时要是文学，要是著作也是创   

作”[13](3−4)。朱自清认为林庚在文学史著作中进

行了发挥，有许多独到见解，尤其是给每章以新

颖的题目来暗示问题的核心。也就是说，朱自清

在林庚的《中国文学史》中看到了文学史的修辞

属性。又如陈国球在《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

治》中分析了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柳存仁的

《中国文学史》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

等著作中的修辞结构和叙事体例。陈国球深受新

历史主义理论的影响，他在著述中多次引用怀特

的观点，运用新历史主义理论分析文学史写作的

特点。陈国球把林庚和司马长风的文学史著作视

为抒情结构的范本，把柳存仁的文学史著作视为

叙事体结构的样本。陈国球分析了林庚的《中国

文学史》的修辞属性和语言特征，认为林庚在文

学史写作中大量运用譬喻，比如女性文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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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少年精神等譬喻，认为“林庚以譬喻为论

述的重要模式，其中包含丰富的想象力，可以开

拓读者的思维空间”[3](133)。正是从这些因素出发，

陈国球称赞林庚的《中国文学史》具有“新颖的

格局、漂亮的辞藻”[3](138)。陈国球的研究无疑为

文学史话语的语言和修辞研究提供了重要经验。 

从修辞模式方面来说，借鉴自维柯到怀特以

来的比喻理论来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史写作

的话语传统在不同阶段及不同环节呈现出隐喻、

换喻、转喻、提喻、讽喻等转义形式的变换。首

先，隐喻无疑是文学史话语中最为常见的修辞形

式，也是最受维柯赞赏的比喻形式。隐喻就是“用

以己度物的方式”，“使无生命的事物显得具有感

觉和情欲”“让一些物体成为具有生命实质的真

事真物”[12](180)。在怀特看来，隐喻是指在事物

相互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中寻找类比。法国历史

学家米什莱和德国哲学家尼采被看作是以隐喻

模式进行历史著述的代表。在文学史编撰中，林

庚无疑是运用隐喻的重要代表。林庚在《中国文

学史》中把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看作是民族精神

的发展过程，以“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

时代”“黑夜时代”隐喻对历史发展和民族精神

的看法，认为中国文学史是中华民族追求光明的

过程。林庚大量使用了朱自清所说的“暗示”，“借

助神话的语言来喻示他的观察”[3](108)，如《诗  

经》“仿佛是这民族最古老的一声歌唱”[13](23)， 

“是中国创造的童年，便带有童年的健康与喜

悦”[13](25−26)。这样富有诗意的语言、富有才情的

修辞在林庚的文学史著作中比比皆是，因此朱 

自清认为林庚“将文学的发展看作是有生机  

的”[13](2)，他用“以己度物”的方式使文学史获

得了激情和生命力。此外，在黄人的《中国文学

史》、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陆侃如和冯沅君

的《中国诗史》以及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

等文学史著作中，隐喻也是最为常见的修辞模

式。其次，换喻也是文学史话语的重要修辞形式。

一般看来，换喻可以理解为部分代整体或整体代

部分，换喻是从事物的外在性中寻找联系，怀特

由此认为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是运用换喻的具有

代表性的历史学家。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和《白话文学史》中，胡适用换喻的修辞形式使

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再

次，提喻在文学史话语修辞形式中也不可忽视。

维柯在《新科学》中没有分析提喻，而怀特把提

喻看作是转喻的一种形式，认为提喻是以部分来

象征假定内在于整体的某种性质。兰克是典型的

运用提喻的历史学家。从这个方面来说，赵家璧

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

研究纲要》、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等文学史著作无疑是提喻式文学史写作的典范。

《中国新文学大系》各集导言就以新文学来象征

中国文学的启蒙性和现代性，以启蒙主义来代替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质。此外，转喻在文学史话语

修辞形式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虽然维柯和怀特对

转喻的理解不一致，但是他们都认为提喻揭示了

行为主体与行为结果的因果关系。维柯强调转喻

是以行为主体代表行动。怀特把现象分为行为主

体和行为结果两个方面，认为转喻的还原可以采

取由行为主体到行为关系或因果关系的形式，转

喻中的“现象世界必定为假定存在于现象世界背

后的一大群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所占据”[9](47)。

马克思是以转喻模式为史学进行哲学辩护的历

史学家。从这个角度来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

史稿》、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张毕来的

《新文学史纲》、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

以及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

著作都可以说是转喻式文学史写作的范本，这些

文学史著作都强调无产阶级领导(行为主体)在文

学史发展(行为结果)中的决定性作用。最后，讽

喻也是文学史话语修辞的重要类型。一般看来，

讽喻倾向于消解一切意识形态行为，试图超越意

识形态，讽喻“往往造成一种文明自身处在‘疯

狂’之中的信念，并且针对那些寻求以科学抑或

艺术的方式把握社会实在之本质的人，产生了一

种保守而清高的蔑视”[9](50)。讽喻式陈述的目的

在于“暗中肯定字面上断然肯定或断然否定的东

西的反面”[9](49)，怀特由此认为布克哈特和克罗

齐是运用讽喻模式为史学进行哲学辩护的历史

学家。从这个意义来说，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

学史教程》、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丁

帆的《中国新文学史》等文学史著作可以说是讽

喻式写作的样本。陈思和、陈晓明、丁帆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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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力反对以往政治化和阶级论的文学史写作，他

们以鲜明的态度否定以往文学史著作的意识形

态化和单一化模式。这些著作由于对纯文学观念

的倡导，体现了审美主义的美学追求，从而在美

学策略上实现了为理想主义辩护的目的。 

 

三、意识形态与情节模式 

 

意识形态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

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著述中多次提到了意识

形态概念，他们强调意识形态是人类思维的一般

产物，认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思想家有意识地

完成的过程”[14](483)。后来，阿尔都塞、伊格尔

顿、威廉斯、杰姆逊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都对

“意识形态”(ideaology)概念进行了阐述。比如

威廉斯认为“意识形态”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被普

遍地视作“纯理论的制度”[15](269)。又如伊格尔

顿在《美学意识形态》中把美学看作是一种与现

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的意识形态话语。

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出发，文学史话语无

疑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可

以说，意识形态立场决定文学史的阐释模式、语

言结构和情节模式。德国社会科学家卡尔・曼海

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区分了意识形态的

类型，怀特简化了曼海姆的观点，提出了四种意

识形态立场，并将之用于历史话语研究。在文学

史著作中，文学史家的意识形态立场往往决定文

学史写作的面貌，文学史家大都会表现出不同的

意识形态立场，诸如激进主义、启蒙主义、革命

主义、国家主义和理想主义等。激进主义的典范

有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钱基博的《中国文学

史》、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顾实的《中国

文学史大纲》、傅斯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等；启蒙主义的典范包括赵家璧的《中国新文学

大系》、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

革命主义的典范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

学史初稿》等；国家主义的典范有黄人的《中国

文学史》、张炯的《中华文学通史》、刘登翰的《台

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兴

起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撰都可以看作是国家主

义的典范)；理想主义的典范有陈思和的《中国当

代文学教程》、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丁帆的《中国新文学史》等。 

文学史著述的情节模式无疑与意识形态密

切相关。马克思论证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

含义及其相互关系”[16]，而怀特把历史编撰的叙

述方法称之为“编织情节”。怀特认为：“‘编织

情节’是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

作为特殊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同福莱所说的

一般‘虚构’的方式一模一样。”[17]加拿大学者

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试图“建立一套具有可

操作性的方法”[18]，他认为人类文学的叙述结构

是对自然界春夏秋冬季节循环的模仿，文学叙述

结构呈现喜剧、浪漫故事、悲剧和反讽及讽刺的

循环。弗莱对文学结构形式的揭示无疑对历史学

的结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怀特对弗莱观点的

引申充分说明历史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密切关

系。怀特正是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理论中概括出

历史著作的情节编排模式，比如浪漫的、悲剧的、

喜剧的和讽刺的情节编排模式。在文学史研究领

域也是如此，文学史著作也都存在着不同的情节

结构模式。 

从情节编排模式方面来看，虽然弗莱和怀特

强调的悲剧模式没有出现，但他们概括的神话、

喜剧、浪漫模式在文学史话语中也都有表现。在

文学史著作的情节编排模式中，神话体无疑是一

种带有起源意义和普遍性质的结构模式，维柯、

斯特劳斯、弗莱、巴特及怀特分别从哲学、人类

学、文学、语言学和历史学角度为文学史叙事的

神话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维柯看来，神话是

想象的类概念，神话既是语言的起源，又是历史

叙事的起源，神话的历史使人们能够认识时代的

特点，也使人们能够找到“凡俗世界史中的各种

起源”[12](53)。在《野性的思维》中，斯特劳斯认

为一切历史叙事都具有阐释性，且所有历史著作

的阐释也都具有神话性质，他认为“一部清晰  

历史应该承认，它永远不能完全避开神话性  

质”[6](72)。在《批评的剖析》中，弗莱把神话看

作是文学结构的总原则，其他文学结构只有通过

神话意识才能发挥作用。在《神话修辞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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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把神话看作是一种言说方式，神话凭借形式

和概念与历史相交融，“神话负有的责任就是把

历史的意图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19](203)。神

话意识在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一直

潜在地发挥作用，文学史家在历史叙事中不仅建

构自己的文学史观念，也在不断地神话自己的文

学史观念，神话意识也就演变成一种神话修辞

术。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把白话文学神

话化，并以之作为批判文言文学的武器；赵家璧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将启蒙神圣化作为指

导原则；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

把审美观念本质化、神圣化并作为批判政治化写

作的武器。在这种修辞术中，神话仍然是一个想

象的类概念，它通过想象或联想讲述文学发展的

进程，并且赋予文学史家神圣的命名功能。虽然

神话修辞术讲述的不一定是文学发展的事实，但

它仍然具有不可忽略的意识形态价值，正如巴特

所说：“神话在形式上是最适合于意识形态颠倒

性的工具。”[19](203)文学史家通过文学史叙事建立

一种历史神话修辞术，他们“将现实世界转变成

想象世界、历史转变成自然的活动过程”[19](202)。

神话修辞术体现的是一种颠倒的想象，启蒙知识

分子操纵这个颠倒过程，神话掏空具有历史性质

的文学事实，最终使“世界作为本质的和谐景象

从神话中产生出来”[19](203)。喜剧体无疑也是文

学史著作中情节编排的重要模式，喜剧体往往会

表现进步力量与反对力量的冲突，进步力量在一

般情况下都战胜了反对力量。启蒙知识分子把社

会、历史、语言和文学叙述成不断进化的过程，

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重点讲述白

话文学与文言文学、活文学与死文学的激烈冲

突，并强调白话文学必然取代文言文学的历史趋

势。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和胡云翼的《新

著中国文学史》、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

等文学史著作也都运用了这种喜剧体模式。浪漫

体模式在文学史著作中也是一种典型的情节模

式，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陆侃如和冯沅君

的《中国诗史》、袁行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都具有浓厚的

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中国文学史写作还呈

现出另外两种特殊模式，即传奇体和寓言体。传

奇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文学史写作继承了这

种叙事传统，比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等。寓言体在历

史著作和文学史著作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模式，正

如杰姆逊认为第三世界的本文(text)都可以当作

民族国家寓言来进行阅读，历史叙事不仅可以看

作是“神话”，也可以看作是“寓言”。所谓“寓

言”，即“在表达一事物时意味的却是另一事  

物”[6](152−153)。叙事性叙述总是一种寓言的叙述。

诸如黄人的《中国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

史略》、林庚的《中国文学史》等文学史著作都

可看作是一种寓言式写作。林庚的《中国文学史》

虽然偏重抒情体结构，但它仍然可以被看作是民

族国家寓言，因为林庚始终把文学发展与中国发

展结合起来，“中国文学”其实也就是“文学    

中国”。 

 

四、结语 

 

文学史编撰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包含阐释模

式、修辞结构和情节结构等诗学形式，这些诗学

形式代表文学史著作的形式层面。但形式层面必

然无法脱离内容层面，意识形态蕴涵在文学史编

撰中，并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所有的文学史编

撰都不可避免地显示出难以消解的意识形态成

分，意识形态立场必然影响文学史编撰的语言结

构、情节模式和阐释模式。在维柯、福柯、弗莱、

曼海姆、杰姆逊和巴特尤其是怀特思想的影响

下，本文区分了激进主义、启蒙主义、革命主义、

国家主义和理想主义等意识形态立场，概括了文

学史编撰中的神话体、喜剧体、传奇体、寓言体、

浪漫体等情节模式，分析了文学史话语中的换

喻、提喻、隐喻、转喻、讽喻等修辞结构，辨析

了文学史话语中的机械论、有机论、决定论、相

对论和形式论等阐释论证模式，见表 1。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史话语是一种流动性极

强的实践活动，文学史话语必然随着社会发展和

文化变迁而不断变化，因此，本文的共时性和结

构主义研究虽然充分证明了文学史话语作为历

史诗学的属性和特征，但也有可能遮蔽了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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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的历时性和内在矛盾性，比如当下流行的网

络文学、科幻文学、非虚构文学就已经给以往文

学史话语边界带来了强烈冲击。显然，本文的研

究是策略式的，上述区分并没有绝对的、明晰的

界线，文学史话语的语言结构、修辞模式、情节

模式和阐释模式也并非泾渭分明。 

 

表 1  文学史话语的历史诗学模式 

意识形 

态模式 

阐释 

模式 

修辞 

模式 

情节 

模式 
著作举例 

激进主义 
机械

论 
换喻 神话体 胡适《白话文学史》

启蒙主义 
有机

论 
提喻 喜剧体 

赵家璧《中国新 

文学大系》 

革命主义 
决定

论 
转喻 传奇体 

王瑶《中国新 

文学史稿》 

国家主义 
相对

论 
隐喻 寓言体 黄人《中国文学史》

理想主义 
形式

论 
讽喻 浪漫体 

陈思和《中国当 

代文学史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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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utline of historical poetics of literary history discourse 
 

YAN Shuishe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As a kind of discourse practice, literary history compilation includes poetic forms such as 

interpretation mode, rhetorical structure and plot structure. All literary history compilation inevitably shows 

ideological element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be resolved. Ideological position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language structure, plot mode and interpretation mode of literary history compilation. There are several main 

modes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discourse of literary history, such as mechanism, organicism, determinism, 

relativism and formalism. The discourse tradi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presen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taphor, metonymy, trope, synecdoche, allegory and so on at different stages or links. 

Most scholars of literary history show different ideological positions, such as radicalism, enlightenment, 

revolutionary-ism, nationalism, idealism, and so on. Plot arrangement modes of mythology, comedy, 

romance and others modes a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discourse of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 historical poetics; literary history discourse; language structure;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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